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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于井远∗

　 　 摘要: 提升直接税占比、优化税制结构是构建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ꎬ
其不仅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ꎬ从而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ꎮ 本文基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视角ꎬ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地级市数据评

估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税制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了

城市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ꎬ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ꎬ而企业家创新

精神是其重要的影响机制ꎬ且表现为非线性关系ꎻ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测度方

法、改变样本范围、使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ꎬ结论依然成立ꎻ异质性分析表

明ꎬ该效应突出表现在经济较发达城市、大城市、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创新支持程

度较高的城市ꎬ而在经济欠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创新支持程

度较低的城市ꎬ影响并不十分显著ꎮ 本文从优化税制结构视角为如何提升经济增

长质量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ꎮ
关键词: 税制结构ꎻ经济增长质量ꎻ包容性 ＴＦＰꎻ企业家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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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是当前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ꎮ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ꎬ深化税收制度改革ꎬ完善地方税体系ꎬ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ꎮ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ꎬ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ꎮ 从税制结构改革的演变历

程和政策走向看ꎬ我国税制体系一直处于不断优化完善中ꎮ 逐步完善税制结构ꎬ有利于改善

市场资源配置效率ꎬ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安体富ꎬ２０１５)ꎮ
理论上ꎬ税制结构的安排应以避免或者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为前提ꎬ而经济增长

的最终目的是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ꎬ惠及于人民ꎬ并非单纯提高人均 ＧＤＰꎬ而是既重视效

率ꎬ又不失公平ꎬ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ꎮ 因此ꎬ经济增长能否成果共享ꎬ便成为衡量当前经济

发展质量的重要维度ꎮ 就税制结构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ꎬ税制结构的累进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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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其能否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ꎬ实现经济成果更多地惠及于低收入群体ꎮ 税制结构由

直接税和间接税组成ꎬ其整体累进程度并不单独由直接税或者间接税的累进性决定ꎬ而是取

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二者占比孰高孰低ꎮ 就直接税而言ꎬ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最高ꎬ理论上

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ꎻ企业所得税为典型的资本税ꎬ通过对资本课税可以起到对

资本所有者或高收入人群的调节ꎬ也有助于缩减收入差距ꎮ 因而ꎬ直接税通过财富或所得在

社会之间的再分配ꎬ缩小社会贫富差距ꎬ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ꎻ就间接税而言ꎬ由于对商品和

服务课税ꎬ其税负最终由消费者承担ꎬ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会承担过重

的税负ꎬ致使其具有累退性ꎬ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最终承担的税负要大于高收入群体ꎮ 地

区经济发展差距也决定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最终承担的税负会大于经济较发达地区ꎮ 总体

上ꎬ间接税占比过高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ꎬ也无助于缩小地区差距ꎮ 就二者综合比较看ꎬ由
于我国是典型的以间接税占比为主的税制结构ꎬ其总体上也是累退的ꎬ即当前的税制结构可

能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岳希明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提升直接税占比ꎬ有利于提高税制结

构的累进程度ꎬ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ꎮ
那么ꎬ优化税制结构是否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呢? 换言之ꎬ优化税制结构与经济

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如何? 二者之间表现为何种作用机制? 国内现有研究中较少直接关注其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ꎮ 相比于此ꎬ更多的是研究税收各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作用机

制ꎬ如李绍荣和耿莹(２００５)、郭婧(２０１３)等ꎮ 而税制结构优化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重

要的制度安排ꎬ可能比税收水平更加重要ꎬ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ꎬ而且还能通过结

构的完善提升企业竞争力ꎬ从而间接驱动经济增长ꎮ
基于此ꎬ本文通过构造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指标ꎬ手工收集地市级税收

结构数据ꎬ最终结合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２６９ 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ꎬ实证研究税制结构优化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提升直接税占比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ꎬ而
提升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其重要的影响机制ꎬ同时该效应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ꎬ其突出

表现在经济较发达城市、大城市、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创新支持程度较高的城市ꎮ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ꎬ研究视角上的拓展ꎮ 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增长既要追求效

率ꎬ又不损失公平ꎮ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ꎬ本文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ꎬ通过测度城市包容性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ＴＦＰ)研究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ꎬ并详细分析了税制结构

优化对区域经济质量提升可能的影响路径ꎻ第二ꎬ数据上的拓展ꎮ 限于税收数据的可得性ꎬ
现有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是基于省级面板数据ꎬ而本文通过手工收集地级市税

收数据ꎬ进一步拓展了现有研究范围ꎮ 文章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综

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本文理论分析ꎻ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ꎻ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ꎻ最后是本

文的结论及政策启示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ꎬ税制结构失衡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税收制度建

设的瓶颈ꎮ 国内主流观点认为ꎬ当前的税制结构严重失衡是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诱

因ꎬ而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间接税占比过高、直接税占比过低(安体富ꎬ２０１５ꎻ岳希明等ꎬ２０１４)ꎬ
均衡的税制结构要求既促进经济运行效率ꎬ也同时兼顾公平ꎮ

７３



于井远:税制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围绕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ꎬ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ꎬ分别是:(１)直

接从整体税制结构及其具体税种出发研究税制的经济增长效应ꎻ(２)间接以某项税种改

革研究其经济增长效应ꎮ 针对第一类文献ꎬ已有结论并不完全一致ꎬ争论的焦点在于直接

税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上ꎮ Ｌｅｅ 和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通过考察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发

现ꎬ提升所得税比率将会抑制经济增长ꎮ Ｓｔｏｉｌｏｖａ 和 Ｐａｔｏｎｏｖ(２０１３)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分

析了直接税、间接税和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ꎬ发现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效地推动了

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ꎮ Ｓｔｏｉｌｏｖａ(２０１７)利用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ꎬ发现

选择性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ꎮ 对于我国当前税制结构的失

调ꎬ安体富(２０１５)认为其不仅弱化了企业竞争力ꎬ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ꎬ从而不

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ꎮ 具体到税种上ꎬ以现有税系为划分基础ꎬ李绍荣和耿莹

(２００５)分别考察了流转税、所得税等 ７ 种税收类别的经济规模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ꎬ发
现流转税扩大了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差距ꎬ而所得税份额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ꎮ 郭婧

(２０１３)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省级面板数据ꎬ发现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企
业所得税不利于经济增长ꎬ而间接税中增值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ꎮ 刘胜和冯海波

(２０１６)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税制结构的消费外溢效应ꎬ结论表明间接税在总税收中占

比越高ꎬ越容易引起消费外溢ꎮ 詹新宇和吴琼(２０１８)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ꎬ考察了税

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ꎮ 孙英杰和林春

(２０１８)以 ＴＦＰ 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ꎬ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发现ꎬ直接税和间接税

都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ꎬ二者相比较而言ꎬ直接税的促进效应要大于间接

税ꎮ 吕炜和邵娇(２０２０)通过构建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ꎬ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之

比表示税种结构ꎬ也发现提高直接税占比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ꎮ 崔耕瑞(２０２１)分时

段研究得出ꎬ２０１１ 年之前间接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大于直接税ꎬ而在 ２０１２ 年及之后

直接税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要大于间接税ꎮ
针对第二类文献ꎬ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检验了直接税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的经济增

长效应ꎬ而这两类税种的改革无疑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ꎬ此类文献大多

是基于企业税负角度分析税制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及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ꎬ结论也较为一

致ꎮ 范蕊等(２０２０)、Ｆａｎ 和 Ｌｉｕ(２０２０)分别考察了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加速折

旧对企业创新和投资的积极影响ꎮ 间接税改革主要包括 ２００４ 年起始于东北三省的增值税

转型改革和 ２０１２ 年的“营改增”改革等ꎬ其中“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以来最重要也是最大

的间接税改革ꎬ其不仅有效地降低了重复征税ꎬ也直接提升了直接税占比、优化了间接税系ꎮ
相当一部分文献针对“营改增”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ꎬ倪红福等(２０１６)的实证结果表明ꎬ
“营改增”降低了行业价格水平和减轻了企业负担ꎬ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ꎮ 范

子英和彭飞(２０１７)发现“营改增”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ꎬ并推动了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ꎮ
龚强等(２０１６)从理论上探讨了“营改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ꎬ认为“营改增”降低了企业创新

的不确定性和外溢性ꎬ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ꎮ 陈钊和王旸(２０１６)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结论

表明ꎬ“营改增”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ꎮ
(二)理论分析

一般来讲ꎬ间接税对商品和劳务课税ꎬ其税价不分离和税负易转嫁特征ꎬ不利于调节收

入差距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ꎬ也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ꎬ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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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税制结构同时表现为间接税占比过高和以企业来源为主两个特征ꎬ致使整体税制

表现为累退性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升ꎬ也加剧了地区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岳
希明等ꎬ２０１４ꎻ张平、侯一麟ꎬ２０１９)ꎮ 就税负比较看ꎬ企业所承担的间接税税负也大于直接

税ꎬ这会抑制企业家风险投入ꎮ 具体到本文ꎬ我们认为提升直接税占比不仅会直接降低企业

创新投入的税收负担ꎬ还会间接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ꎬ从而通过激励

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质量提升ꎮ
就企业家创新精神与经济增长而言ꎬ企业家创新精神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共享、技术创

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ꎬ是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ꎮ 自熊彼特系统地提出

“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来ꎬ创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典型活动被认为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关键性因素ꎬ其解释了经济增长中仅由资本和劳动投入不能完全解释的部分ꎮ 在熊彼特看

来ꎬ企业家通过才能配置推进了新技术、新工艺的利用及新市场等的开发ꎬ促进社会分工与

经济增长ꎬ并由此实现超额利润ꎮ 随着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ꎬ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８)在内生增长理

论框架下ꎬ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ꎮ Ａｃｓ 等(２０１３)也指出ꎬ企业家

精神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寻找创业机会ꎬ学习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新知识创造市场价值ꎬ促进经

济增长ꎻ同时ꎬ初创企业还会通过创造就业、引入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促进地区经

济发展(Ｆｒｉｔｓｃｈꎬ２０１３)ꎮ 庄子银(２００５)指出ꎬ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经济

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ꎮ
而优化税制结构有利于企业家增加创新投入ꎮ 一方面ꎬ企业所承担的间接税税负要大

于直接税ꎬ优化税制结构有利于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和企业经营负担ꎬ激励企业家增加创新投

入ꎮ 根据个人所得税计税原理ꎬ企业仅仅是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ꎬ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负税

人ꎬ因而不存在“税痛”ꎻ而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扣除了各种合规支出后的应纳税所得

额ꎬ征税前提是企业当年实现正的税前利润ꎮ 相反ꎬ无论企业是否盈利ꎬ只要有产品价值增

加额和营业收入ꎬ便不可避免地要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ꎬ即使其税负可以转嫁ꎬ此部分现金

流出也会加重其经营负担ꎮ 因此ꎬ在企业当期利润为零甚至亏损的情况下ꎬ可能并不存在企

业所得税的缴纳ꎬ但却无法避免间接税ꎮ 以成长期企业为例ꎬ其创业前期的首要任务是在市

场中存活下来ꎬ通常这几年经营情况并不稳定ꎬ盈利能力也较差ꎮ 为了获得市场份额和追赶

行业领先者ꎬ前期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宣传费、筹办费等非生产性支出和构建厂房、无形资

产、研发投入等资本性支出相对会较多ꎬ致使企业在创立初期很难改善经营状况ꎬ虽然这部

分支出以亏损的形式结转到以后纳税年度ꎬ也会产生大量的增值税留抵税额ꎬ而这部分税额

直接降低了其现金流动能力ꎬ增加其财务成本和资金负担ꎬ由此形成的高杠杆率并不利于企

业进行创新创业投入ꎬ也不利于其改善资源配置ꎮ 因此ꎬ从微观视角看ꎬ提升直接税比例有

利于降低企业家“税痛”ꎬ使其轻装上阵ꎬ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之中ꎬ促
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ꎮ 另一方面ꎬ提升直接税占比有利于降低纳税人的“财政幻觉”ꎬ倒逼

地方政府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ꎬ通过提高企业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ꎬ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ꎬ间接推动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ꎮ 直接税对所得和财富征税ꎬ税负和

“税痛”较为清晰、直接ꎻ而间接税通常以嵌入到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形式致使税负具有隐蔽

性ꎬ负税人并不能真实地感受到税负的存在ꎮ 因而ꎬ相对于直接税ꎬ实际负税人更容易低估

其所承担的间接税税收负担ꎬ进而也难以确定其所承担的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Ｓａｕｓｇｒ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ｙｒａｎꎬ２００５)ꎮ 间接税的这种隐蔽性会使得理性化的地方政府在年度税收安排中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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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间接税的征收ꎬ并利用纳税人的“财政幻觉”过度扩大无效的公共支出ꎬ从事寻租性的腐

败活动ꎬ采取与企业征纳合谋的方式最大化个人利益ꎬ而腐败下的政府治理要么导致公共产

品或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过度ꎬ要么是供给不足ꎬ从而降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资源

配置效率(范子英ꎬ２０１３ꎻＬｉｕ ａｎｄ Ｆｅｎｇꎬ２０１５ꎻ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ｉｋｅｓｅｌｌꎬ２０１９)ꎮ 而提高直接税份额ꎬ可
以提升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偏好的财政回应性(尹恒、杨龙见ꎬ２０１４)ꎬ优化公共服务供给ꎬ提
高企业家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与创新投资效率ꎮ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关注提升直接税占比的经济效应ꎬ即考察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ꎮ 为此ꎬ设
计如下计量模型:

ｔｆｐｉｔ ＝α＋β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νｔ＋εｉｔ 　 　 　 　 　 (１)
ｔｆｐｉｔ ＝α＋β１ 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ｉｔ＋β２ 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２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νｔ＋εｉｔ (２)

式(１)中: ｔｆｐｉｔ为 ｉ 城市 ｔ 年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ꎬ根据前文分析ꎬ以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表示经济增长质量ꎬ体现经济增长的“共享”属性ꎮ 由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较为丰

富ꎬ后文通过变换测度方法和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ｔａｘ＿ｓｔｒｕｃｉｔ为税制结

构ꎬ分别使用比重法和比例法计算的直接税占比表示ꎬ其系数 β 反映了税制结构优化对当前

经济增长质量的定量影响ꎬ若 β 显著大于 ０ꎬ则表明提升直接税占比有助于提升包容性 ＴＦＰꎬ
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ꎬ反之则说明直接税比例的提升无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ꎮ 根据前

文分析ꎬ本文预期 β>０ꎮ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ꎻμｉ

为城市个体效应ꎬνｔ 为时间效应ꎬεｉｔ为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ꎬ基准回归使用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ꎮ 式(２)在式(１)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税制结构的平方项ꎬ借以考察税制结构中

直接税占比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非线性特征ꎮ
此外ꎬ考虑到税制结构的内生性ꎬ优化税制结构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ꎬ但

反过来ꎬ包容性经济增长强调人民共享的内涵也要求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ꎬ通过调整累进性

的直接税与累退性的间接税之间的比例结构从而提升税制的累进程度ꎬ故税制结构与包容

性 ＴＦＰ 之间可能表现为互为因果关系ꎮ 借鉴 Ｌｉｕ 和 Ｆｅｎｇ(２０１５)ꎬ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

税制结构的内生性问题ꎬ考虑到 ２００４ 年东北地区的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也会对当前税制结

构产生一定影响ꎬ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ꎬ本文使用 ２００３ 年同一省份其他城市税收结构的平

均值作为工具变量ꎬ并以城市间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ꎬ然后借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克服其内生性问题ꎮ 就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而言ꎬ首先ꎬ同一省份内部各地级市政府受统

一的省政府领导ꎬ各地级市的财政、税制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且距离越近的城市在税收

政策的安排上可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ꎬ使用其他城市的加权平均值能够很好地代表本地税

制结构ꎻ其次ꎬ逻辑上看ꎬ样本期内地区经济增长不会受到以前年度城市税制结构的影响ꎬ满
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ꎮ

(二)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注点是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ꎬ首要的是解决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

问题ꎮ 针对经济增长的测度ꎬ文献中大多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ꎮ 根据前文所述ꎬ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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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提升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获得感ꎬ最终惠及居民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降低收入差

距ꎮ ＴＦＰ 仅表示技术进步ꎬ注重效率但忽视了公平性问题ꎬ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在追

求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共享”理念ꎬ既讲效率ꎬ又不失公平ꎮ 为此ꎬ本文使用包

含非期望产出的 Ｈｉｃｋｓ－Ｍｏｏｒｓｔｅｅｎ 方法(ＨＭ 法)测度包容性 ＴＦＰ１ꎬ表示经济增长质量ꎬ并以

此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ꎮ 相比其他指标ꎬ包容性 ＴＦＰ１ 较好地诠释了成果共享的高质

量发展理念ꎮ 同时为确保结果的稳健可靠ꎬ后文也使用超越对数函数法和 ＤＥＡ 法测度包容

性 ＴＦＰꎬ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作稳健性测试ꎮ 测度过程中ꎬ投入要素为资本、劳动ꎬ产出变量

为实际 ＧＤＰꎬ城乡收入差距为非期望产出ꎮ 指标处理上:借鉴已有研究ꎬ资本存量使用永续

盘存法计算得到ꎬ其中 ２００７ 年为基期ꎬ折旧率为 ９.６％ꎬ基期的增长率设定为 １０％ꎻ使用全社

会从业人员表示劳动投入量ꎻ实际 ＧＤＰ 也以 ２００７ 年为基期并使用以城市为基础计算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得到ꎬ非期望产出城乡收入差距使用农村人均收入除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ꎬ
其比值越小表明经济增长越不公平ꎮ

２. 解释变量

税制结构安排体现了税收负担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ꎬ其大小取决于税收收入结

构与税收来源结构ꎮ 整体上ꎬ我国税制结构表现出以间接税为主和以企业来源为主两个特

点ꎮ 根据税负转嫁的难易程度ꎬ可以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划分为直接税ꎬ增值税、营业

税等划分为间接税ꎻ根据不同要素为课税对象ꎬ税收收入结构又可以划分为劳动税、资本税、
消费税等ꎬ劳动税包含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ꎬ资本税主要是对财产和资本

等征收ꎬ包含部分增值税、部分营业税、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ꎮ 本文采用直接税 /间接

税表示的比例法和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表示的比重法两种方式度量税制结构ꎮ
３. 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降低异方差和内生性问题ꎬ根据文献中常用做法ꎬ本文还加入了城市特征变

量ꎬ具体为:(１)人口密度ꎬ使用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表示ꎮ (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ꎬ使用人

均实际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表示ꎮ 一般来讲ꎬ经济发展水平越高ꎬ表明地区经济实力雄厚ꎬ其经

济成果更容易惠及辖区居民ꎬ造福于民ꎬ从而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质量ꎬ相反经济欠发达地

区首要的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ꎬ对于“造福于民”可能会无暇顾及ꎮ (３)金融发展水平ꎬ表征

地区金融业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ꎬ使用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除以 ＧＤＰ 表示ꎮ
(４)信息化水平ꎬ使用每万人拥有的电话数表示ꎮ (５)政府干预ꎬ体现政府对本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持力度ꎬ使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ꎮ (６)产业结构ꎬ使用第三产业产值除以

第二产业产值表示ꎮ (７)政府科技支出水平ꎬ对企业创新可以起到政策引领作用ꎬ使用地方

政府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示ꎮ
(三)数据来源

区别于以往关于税制的研究ꎬ本文根据地级市年度决算报告和当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ꎬ手工收集了各地级市税收结构数据ꎬ但大多城市 ２００７ 年之前并未完全公开税

收结构数据ꎬ缺失较多ꎬ且部分城市选择性地公布税收结构数据ꎬ而这部分数据也与全国财

政统计资料有较大出入ꎮ 因此ꎬ为确保样本数据的准确性ꎬ本文的研究期间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ꎮ 文中其他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ꎬ对于仍缺失的数据ꎬ根据地级

市当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手工收集和插值法填补ꎬ所有货币类变量均以 ２００７ 年

为基期进行了价格平减ꎮ 表 １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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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税制结构(比例法) 直接税 / 间接税 ３ １７７ ０.３２２９ ０.１２９５ ０.１ ０.７９５９
税制结构(比重法) 直接税 / 税收收入 ３ １９６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４６４ ０.３１４１
包容性 ＴＦＰ１ Ｈｉｃｋｓ－Ｍｏｏｒｓｔｅｅｎ 法 ３ １９６ ０.８３２１ ０.０１７１ ０.７９０８ ０.８７８８
包容性 ＴＦＰ２ 超越对数函数法 ３ １９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６０５８ －１.２０５ １.９５５５
包容性 ＴＦＰ３ ＤＥＡ 法 ３ ２１６ ０.９４３６ ０.０１８６ ０.９０３１ １
人口密度 万人 / 平方公里 ３ １９７ ５.７９１４ ０.８２７３ ２.９０８７ ７.２１３９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３ １９６ １０.３５３ ０.７０７２ ８.８３７１ １２.３５８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 ３ １９５ ０.８５５８ ０.３７５１ ０.２５９４ ２.８３８５
政府干预 财政支出 / ＧＤＰ ３ １９５ ０.１７０２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６５３ ０.４６９７
科技支出水平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 / 财政支出 ３ １９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７０６
信息化水平 电话数 / 万人的自然对数 ３ １９０ －０.３１６ ０.５２９７ －１.６５９ １.２８１６
金融发展 银行贷款余额 / ＧＤＰ ３ １９６ ０.８５１４ ０.４６１１ ０.２６６９ ２.８９８７

为了更加直观地理解税制结构与包容性 ＴＦＰ 之间的关系ꎬ图 １ 汇报了二者之间的散点

图ꎮ 通过图 １ 可以清晰地看到ꎬ无论是使用比例法还是比重法度量的税制结构ꎬ包容性 ＴＦＰ
与税制结构均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ꎬ初步表明提升直接税比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

的提升ꎬ紧接着本文第四部分将对此进行充分的论证ꎮ

(ａ)比例法 (ｂ)比重法

图 １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散点图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ꎬ我们对(１)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ꎬ考察税制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

影响ꎬ表 ２ 中第(１)列和第(２)列为回归结果ꎬ回归过程中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城市个体效

应ꎬ并使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ꎮ 结果显示ꎬ无论是以比例法还是比重法表示的税制结构ꎬ
二者对包容性 ＴＦＰ１ 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孙英杰、林
春ꎬ２０１８ꎻ吕炜、邵娇ꎬ２０２０)ꎮ 说明提升直接税占比、优化税制结构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

率ꎬ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ꎮ 就比例法而言ꎬ直接税比重每提升 １ 个百分点ꎬ将带

来经济增长质量 ０.８３％的增长ꎻ而以比重法表示的税制结构每提升 １ 个单位ꎬ将使包容性

ＴＦＰ１ 增长 ２.２３％ꎬ二者均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性ꎮ
其次ꎬ表 ２ 中第(３)列和第(４)列分别在前两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二次方项ꎮ 结果显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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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方项为负ꎬ二次方项显著为正ꎬ表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呈现出正“Ｕ”型特

征ꎬ这表明随着直接税占比的提升ꎬ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趋势ꎮ 这一点容易理解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ꎬ首要目的是提升经济增速ꎬ实行以间接税

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税收中性原则ꎬ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ꎻ但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ꎬ如果继续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ꎬ则税制结构整体上表现出的

累退性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ꎬ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环境紧约束问题也会不断显现ꎬ导致无法共

享经济增长的成果ꎬ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ꎬ从而降低经济增长质量ꎮ 因此ꎬ此时提升直接

税占比则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ꎮ
最后ꎬ我们根据前文所构造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第(３)列和第(４)列重

新回归分析ꎬ结果见表 ２ 第(５)列和第(６)列ꎮ 回归结果中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统计量大于 １０
这一经验值ꎬ说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高度相关的ꎬ并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ꎻ同时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的结果也均不显著ꎬ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假设ꎬ这说明我

们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ꎬ只是回归系数绝对值及其标准误相对于第(３)列和第(４)列
而言均有所增大ꎬ但模型的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１５１３∗∗∗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４０５)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３６４ －０.５５５５∗∗∗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２７２) (０.１１３０)
税制结构平方(比例法) ０.０１７８∗ ０.２０６５∗∗∗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５０６)
税制结构平方(比重法) ０.１８７５∗∗ １.６００９∗∗∗

(０.０８０６) (０.３３３５)
人口密度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５)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４)
金融发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３)
信息化水平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１)
政府干预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８６)
产业结构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科技支出水平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９３６∗∗∗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３１２)
常数项 ０.７３１９∗∗∗ ０.７２３８∗∗∗ ０.７３３８∗∗∗ ０.７３２６∗∗∗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４０８)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７４２９ ０.７４１１ ０.７４３６ ０.７４２３ ０.６６４４ ０.６４１５
Ｎ ２ ７７４ ２ ７９８ ２ ７７４ ２ ７９８ ２ ７７１ ２ ７９７
第一阶段 Ｆ 值 ５１.２０３∗∗∗ ６５.７８９∗∗∗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Ｐ 值) ０.４８３ ０.３０６８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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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ꎬ经济发展水平对包容性 ＴＦＰ 的影响大多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ꎬ意味着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更有实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ꎻ政府干预和政府科技支出

水平降低了包容性 ＴＦＰ 的增速ꎬ说明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过程中ꎬ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着越

位情况ꎬ没有更多地“让位”于市场ꎻ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ꎬ这
与现有结论一致(孙英杰、林春ꎬ２０１８)ꎬ说明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性ꎮ
(二)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被解释变量

前文使用 ＨＭ 法测度的包容性 ＴＦＰ１ 度量经济增长质量ꎬ而仅用这一指标存在测量误差

的可能ꎬ本小节使用文献中常用的超越对数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 法)重新测度该

指标并进行回归分析ꎮ
(１)包容性 ＴＦＰ２ꎮ 参考余泳泽(２０１７)ꎬ超越对数函数模型设计如下:

ｌｎＹｉｔ ＝ ｂ０＋ｂ１ ｌｎＫ ｉｔ＋ｂ２ ｌｎＬｉｔ＋ｂ３ ｌｎＫ ｉｔ ｌｎＬｉｔ＋ｂ４(ｌｎＫ ｉｔ) ２＋ｂ５(ｌｎＬｉｔ) ２＋ｂ６ ｔ２＋ｂ７ ｔｌｎＫ ｉｔ＋ｂ８ ｔｌｎＬｉｔ＋ｂ９ ｔ＋εｉｔ

(３)
(３)式中:Ｙ 为产出ꎬＫ 为资本ꎬＬ 为劳动ꎻｔ 的计算以 ２００７ 年为首期ꎬ根据 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７ 计算

得到ꎻ εｉｔ 为全要素生产率ꎮ
(２)包容性 ＴＦＰ３ꎮ 以基准回归中的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实际 ＧＤＰ 和城乡收入差距

为产出ꎬ使用 ＤＥＡ 重新测度包容性 ＴＦＰꎬ然后进行回归ꎮ
(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ꎮ 本文基准回归中仅以经济增长成果能否实现共享度量经济增

长质量ꎬ如前文所述ꎬ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除了经济成果共享外ꎬ能否实现绿色发展也是另

一重要维度ꎮ 借鉴聂长飞等(２０２１)ꎬ本文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地区绿色发展水平ꎬ进
一步作为对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测试ꎮ 具体而言ꎬ使用 ＤＥＡ 框架下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非径向 ＳＢＭ 模型测度绿色 ＴＦＰꎬ以全社会用电量表示能源投入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表示非期望产出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产出与基准回归一

致ꎬ不再赘述ꎮ
表 ３ 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基本结论的稳健性ꎬ说明无论采取哪种度量方式ꎬ税制结构的优

化均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ꎮ

　 　 表 ３ 　 　 稳健性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包容性 ＴＦＰ２ 包容性 ＴＦＰ３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４８５)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１１０８∗∗ ０.０２２０∗∗∗ ０.２５８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１３７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６６２５ ０.６６２５ ０.７６４９ ０.７６４７ ０.１４７２ ０.１４８９
Ｎ ２ ８３１ ２ ８５２ ２ ７９７ ２ ８２１ ２ ８１６ ２ ８３９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为节省篇幅ꎬ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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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更换样本范围

从地区比较上看ꎬ由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４ 个直辖市和厦门等 ５ 个计划单列市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ꎬ地方政府对间接税的依赖程度可能相对较小ꎬ从而更重视经济发展质量ꎮ 就

本文样本中比例法度量的税制结构而言ꎬ这 ９ 个城市的直接税占比平均为４９.９４％ꎬ而其他城

市的直接税占比为 ３１.５８％ꎬ因此进一步将这 ９ 个城市去掉ꎬ缩小样本范围再次进行稳健性

检验ꎮ 表 ４ 的结果显示ꎬ无论是否包含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ꎬ都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不含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变量
不含直辖市 不含单列市 不含直辖市和单列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７)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７４２９ ０.７４１１ ０.７４６９ ０.７４５０ ０.７４７０ ０.７４５１
Ｎ ２ ７８１ ２ ８０５ ２ ７５２ ２ ７７６ ２ ７３６ ２ ７６０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为节省篇幅ꎬ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三)机制分析

基本回归结果表明ꎬ税制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ꎮ 而前文也分析到ꎬ合
理的税制结构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精神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ꎬ
而过高的间接税占比可能会加剧企业经营负担ꎬ扭曲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配置决策ꎮ 为佐

证税制结构通过企业家创新精神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效应ꎬ本小节在基准回归中引

入企业家创新变量与税制结构的交互项ꎬ考察税制结构优化是否提高了企业家的创新积极

性ꎬ然后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从微观视角进一步佐证税制结构对企业家创新的影

响ꎮ 虽然提升直接税占比意味着增加了资本税和劳动税ꎬ在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

前提下会降低要素的边际报酬ꎬ但是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长足发展ꎬ必须

持续地提高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ꎬ从而提升创新能力ꎮ 为此ꎬ本文使用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

度量宏观层面的企业家创新精神ꎮ 创新水平代表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ꎬ创新效率表示企业在

一定的创新产出水平上的最小化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过程ꎬ二者共同表征企业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ꎮ 创新水平使用人均授予发明专利的自然对数表示ꎮ 创新效率根据数据包络分

析法(ＤＥＡ 法)核算ꎬ其中创新投入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ꎬ分别使用 Ｒ＆Ｄ 经

费投入占 ＧＤＰ 比例、人均 Ｒ＆Ｄ 经费投入以及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表示ꎬ产出指标使用人

均专利授权数和人均发明专利授权数表示ꎬ体现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ꎮ 微观层面ꎬ将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数据与相应年度税制结构数据匹配ꎬ并参考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４)ꎬ以工业企业新

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企业家创新ꎮ 除上述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外ꎬ另考虑企业层

面的控制变量ꎬ参考田彬彬和范子英(２０１６)ꎬ资本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表示ꎬ企业

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ꎬ融资约束用负债总额占总资产比重表示ꎬ企业年龄为样本年度

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后的自然对数ꎻ员工人数为企业全年从业平均人数的自然对数ꎮ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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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５ꎬ首先就城市层面而言ꎬ第(１)列—第(４)列中的交互项系数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ꎬ这意味税制结构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质量ꎬ证明机

制效应的存在ꎻ第(５)列—第(８)列从微观视角进一步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ꎬ
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提升直接税占比可以显著地影响企业创新ꎮ

　 　 表 ５ 　 　 税制结构、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变量
城市层面 企业层面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０６７∗∗ －０.１６９０∗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８５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１)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２２７∗∗∗ －１.０８４１∗∗∗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０７４) (０.２１２９)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７６)
创新水平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税制结构(比例法)×创新水平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３３)
税制结构(比重法)×创新水平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１１４)
创新效率 ０.５１５６∗∗∗０.５１３３∗∗∗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２７３)
税制结构(比例法)×创新效率 ０.１９５３∗∗

(０.０９０５)
税制结构(比重法)×创新效率 １.１９１２∗∗∗

(０.２２４９)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７４７２ ０.７４４８ ０.７９７０ ０.７９８４ ０.５９４９ ０.５９５８ ０.５９４９ ０.５９５８
Ｎ ２ ８３９ ２ ８６３ ２ ８０３ ２ ８２７ ９４２ ７８７ ９２０ ４２２ ９４２ ７８７ ９２０ ４２２
　 　 注:城市层面的标准误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ꎬ企业层面的标准误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ꎮ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四)异质性分析

１. 地区异质性

从各国税收制度演变的历史看ꎬ税制结构的安排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ꎬ初期阶段为

保证财政收入ꎬ实行以商品为主要课税对象的间接税ꎻ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ꎬ以
累进性更强的直接税为主ꎬ财富和所得便成为主要课税对象ꎮ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越高的地区ꎬ税制结构优化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ꎬ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中各个城市划分为经济较发达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ꎬ考察其异质性ꎻ此
外ꎬ城市规模较大地区往往集聚着高层次的人力资本ꎬ而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

经济效应ꎬ会进一步推动劳动专业化人才的集中ꎬ形成劳动力蓄水池ꎬ驱动经济增长质量的

提升ꎮ 因而ꎬ本小节通过以人均 ＧＤＰ 和城市规模的各自中位数为界ꎬ将城市分别划分为经

济较发达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ꎮ 根据分析ꎬ本文预期经济较发达城市

和大城市由于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人力资本ꎬ从而提升直接税占比更有助于其经济增

长质量的提升ꎬ而经济欠发达城市和中小城市可能更多地处于经济赶超阶段ꎬ惠及于民可能

会力不从心ꎮ 表 ６ 汇报了具体回归结果ꎬ模型的设置和基准回归一致ꎬ其回归结果也符合预

６４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期ꎮ 回归结果中ꎬ税制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城市和大城

市ꎬ二者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而对经济欠发达城市和中小城市并无显著影响ꎮ

　 　 表 ６ 　 　 异质性分析:城市视角

变量
经济较

发达城市
经济欠

发达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经济较
发达城市

经济欠
发达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９)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７４８４ ０.７３９１ ０.７８７２ ０.７１１９ ０.７４７９ ０.７３６５ ０.７９０８ ０.７０７５
Ｎ １３６１ １４３６ １４１６ １３８１ １３６９ １４５２ １４２６ １３９５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为节省篇幅ꎬ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２. 不同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根据省份市场化指数将各城市划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中等和较低城市ꎬ表 ７ 报告了不

同类型的市场化程度城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ꎮ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ꎬ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城市ꎬ
提升直接税占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越显著ꎻ相反ꎬ税制结构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城市影

响并不显著ꎮ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ꎬ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ꎬ通常拥有成熟的要素市场和产品

市场发展体系、完备的金融支持系统和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ꎬ从而实现政府与

市场关系的优势互补ꎬ提高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ꎮ 可以认为ꎬ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过程

中ꎬ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税制结构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ꎮ

　 　 表 ７ 　 　 异质性分析:市场化程度视角

变量
较高 中等 较低 较高 中等 较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３)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６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８１１３ ０.７６９４ ０.７３４５ ０.８０６４ ０.７７０６ ０.７３７７
Ｎ ５２８ １ ２６９ ８８４ ５３４ １ ２７５ ８９１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为节省篇幅ꎬ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３. 科技支持程度异质性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ꎬ通过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ꎬ
离不开政府对创新的支持ꎬ而政府科技投入也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ꎬ具有引领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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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作用ꎮ 进一步地ꎬ我们根据政府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三等分)ꎬ将政府科技创新支持

程度划分为较高、中等、较低三类ꎬ分别考察不同组中税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ꎮ
如表 ８ 所示ꎬ拥有较高科技投入的城市中ꎬ税收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显著为正ꎻ而
科技支持程度中等和较低的城市中ꎬ其显著性则大大降低ꎬ甚至并不显著ꎮ 可能的解释是ꎬ
税制结构的提升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治理质量的提升ꎬ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创业的营商环境ꎻ
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避免过重的流转税负担ꎮ 而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越强ꎬ企
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积极性也就越高ꎬ从而使得地方在创新型企业集聚和要素集聚方面的能

力也就越强ꎮ 因此ꎬ在政府科技支持程度更高的地区ꎬ优化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也更加显著ꎮ

　 　 表 ８ 　 　 异质性分析:科技支持程度视角

变量
较高 中等 较低 较高 中等 较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制结构(比例法)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１)
税制结构(比重法)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６８７８ ０.７５２ ０.７３５ ０.６９０７ ０.７５３１ ０.７３０３
Ｎ ９２６ ９５１ ９２０ ９３０ ９５９ ９３２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ꎮ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为节省篇幅ꎬ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优化税制结构ꎬ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ꎬ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ꎬ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ꎮ 作为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提升直接税占比、优化税制结构”直接关系

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ꎮ 然而ꎬ目前鲜有研究直接针对税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质

量的关系进行定量考察ꎮ 本文以包容性 ＴＦＰ 为切入点ꎬ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地级市数据研究

了税制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税制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

性 ＴＦＰ 的增长ꎬ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ꎬ二者之间表现为非线性关系ꎻ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
改变样本范围、使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ꎬ结论依然成立ꎻ渠道检验表明ꎬ税制结构优

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是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ꎬ有助于提升企业

竞争力ꎻ此外ꎬ本文还基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视角ꎬ进
行了异质性分析ꎬ发现经济较发达城市和大城市、市场化程度和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较高

的城市ꎬ税制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更大ꎬ而在经济欠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市场化程

度以及政府科技投入较低的城市ꎬ影响并不显著ꎮ
本文对于构建现代税收制度ꎬ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ꎮ 具体如

下:
首先ꎬ优化税制结构应以持续提升直接税占比为目标ꎬ充分发挥直接税对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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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效应ꎮ 本文基本回归结论显示ꎬ提升直接税占比和优化间接税系有助于推动包容性

ＴＦＰ 的增长ꎬ而增强税制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ꎬ依赖于进一步设计税制优化路径ꎮ 直接税方

面ꎬ建议应考虑以对创新的激励效应为目标ꎬ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对科研人才及其科研成

果转化的政策优惠体系ꎬ降低高精尖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ꎬ推进科技人才集聚和科研

成果转化ꎮ 同时ꎬ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体系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ꎬ激励企业

对创新资金和人才的投入力度ꎮ 间接税方面ꎬ应考虑稳步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ꎮ 可进一步

简并增值税税率ꎬ推进增值税税率向一档或两档税率转变ꎬ实现全产业链链条抵扣ꎬ并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ꎬ缓解不同地区因征税地和退税地差异给地方造成的财力冲

击ꎬ避免因此给企业带来的额外负担ꎮ
其次ꎬ优化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ꎮ 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和公共服务需求方ꎬ完善的

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ꎬ还可以提升企业对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获得

感ꎮ 建议深入推进公共服务“放管服”改革ꎬ构建以企业认同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ꎬ通
过打造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ꎮ

最后ꎬ因地制宜ꎬ采取差异化的税制结构调整政策ꎮ 就本文的结论而言ꎬ税制改革应针

对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城市规模和创新环境差异制定差异化政策ꎬ在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和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城市ꎬ应更多地注重间接税内部结构的调整ꎬ以便发展地方经济ꎻ而在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城市ꎬ税收政策改革应更多地以直接税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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